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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 
中共武力攻台的困境（下）

●沈志華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二節已於2025年6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三至六節。

三　美國對中共武力攻台的政策取向

國共內戰開始以後，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是支持國民政府。直到1948年

3月24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以下簡稱「國安會」）確定的在華長期

目標，還是推動建立一個「對美國友好且能夠有效防止蘇聯在遠東侵略」的中

國，而短期內最重要的目標是「阻止共產黨完全控制中國」。至於具體措施，

軍方主張應向國民政府提供有限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而國務院建議僅提供有

限的經濟援助1。但很快美國決策層就感到國民黨很有可能在內戰中敗北，

而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則轉向防止即將取勝的中國共產黨完全倒向蘇聯。9月

7日，凱南（George F. Kennan）主持的國務院政策計劃司（Policy Planning Staff）

起草了一份備忘錄“NSC-34”（〈美國對華政策〉[“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文件認為，美國的援助「根本無法改變內戰的進程」，對華政策應

該「盡最大可能阻止中國變成蘇聯政治軍事政權的附庸」；蘇聯領導人對毛澤

東的猜忌為分化中共與蘇聯提供了可能，儘管美國政府目前無法直接影響 

中蘇關係的演變2。1949年1月11日，國安會在此基礎上準備了提交總統的

報告“NSC-34/1”，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是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3。 

2月28日，國務院提交國安會的文件進一步建議，為防止中共倒向蘇聯，一方

面要避免美國直接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另一方面應利用各種政治和經濟手

段挑起中共與莫斯科的矛盾4。

至於台灣方面，中央情報局（CIA，以下簡稱「中情局」）1949年3月就認

為，如果美國無所作為，台灣遲早要處於中共的控制之下。到10月則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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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沒有美國的軍事佔領和控制」，台灣「很可能在1950年底被中共所控

制」5。這種狀況迫使美國必須做出選擇，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出面進行干預，

以控制台灣。從1948年12月1日起，國安會針對台灣問題出台了“NSC-37”

（〈美國可能對台採取的不涉及主要軍事力量的軍事行動〉[“Possibl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tion toward Taiwan Not Involving Major Military Forces”]）系列

文件，其基本立場是鑒於「福摩薩〔Formosa，台灣〕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應避

免使其落入中共之手。同時，美國又應該避免直接干預或在島內駐軍，因為

這將有助於中共「以中國領土完整的捍衞者的地位獲取支持，並削弱我們利用

中國人對蘇聯在滿洲、蒙古和新疆的行為表露的民族情緒所做的努力」。但

是，究竟如何實現上述目標，是策動台灣獨立還是實行託管，是繼續支持蔣

介石還是轉而支持李宗仁，始終沒有確定6。

1949年12月23日，即毛澤東已經到達莫斯科之後，國安會從美國對亞洲

政策的角度起草了“NSC-48/1”文件（“NSC-48”系列文件題為〈美國在亞洲的

立場〉[“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該文件認

為，美國在亞洲的目標是遏制和減少蘇聯對這一地區的控制和影響以及對美

國在該地區安全的威脅。儘管從目前局勢看，「中國將成為蘇聯實現其全球目

標的政治優勢」，但從長遠趨勢考慮，如果蘇聯想要像對待東歐衞星國那樣控

制中國，就有可能引發「中共政權與莫斯科之間的嚴重衝突」，那時中國「將成

為蘇聯的隱患而不是優勢」；不能指望美國和西方的行動會「極大削弱中共對

中國的控制，但這種行動可以影響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具體到台灣問

題，文件認為，從軍事角度看，美國在亞洲的第一道防禦線和進攻線包括日

本、琉球和菲律賓，而台灣不在其列。實際上，任何反對中共佔領台灣的做

法都可能有利於共產黨，「他們可以把反對外國情緒的人們團結到自己一邊」。 

文件又指出，美國在揭露蘇聯帝國主義陰謀的同時採取佔領台灣的行動，「將

不可避免地使美國背上『帝國主義』的罪名，嚴重影響美國在世界輿論特別是

在遠東地區的道德地位」7。同一天，國務院發出的關於台灣的政策宣傳指示

提出，應該利用一切宣傳材料避免如下錯誤的看法，即保持台灣就能拯救中

國政府；美國對該島懷有特殊興趣或野心，想在台灣佔有軍事基地；台灣的

喪失將嚴重損害美國的利益；美國無論如何都有責任或義務採取行動以拯救

台灣8。

美國軍方對此有不同意見。12月27日，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以下簡稱「參聯會」）向國安會提交的一份幾天前起草的備忘錄“NSC-

37/9”指出，儘管美國不應對台灣實行軍事佔領，但對該島的反共政府進行軍

事援助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只要援助計劃適度，且明確目標、嚴格管理。

基於這一點，參聯會建議立即調查台灣所需軍事援助的種類和規模9。第二

天，國務院立即對此進行反駁，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巴特沃斯（William W. 

Butterworth）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出，針對國民黨政權要求增加援助且希望美國

直接捲入中國內戰的做法，需要慎重考慮。因為一旦蔣介石失敗，對美國的聲

譽及其與英國和其他亞洲朋友的關係，都將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bk。顯然，

美國軍方和國務院之間存在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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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參聯會與國務院直接對話，闡述各自的立場。參聯會認為，

從軍事角度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地位比過去穩固，只需要較少的援助經費，

台灣便可以支撐得比美國預想的要久。因此，參聯會主張按需要增加給台灣

的軍事援助，並派遣軍事顧問駐台。國務院對此強烈反對，認為美國這樣做

無非是使台灣推遲一年陷落，但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美國的威信再次降低，同

時還會激起中國人民的仇恨情緒，並為蘇聯提供在聯合國譴責美國的機會。

而台灣對於美國的安全防務並無戰略意義，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美國的

戰略目標是「讓蘇聯取代我們成為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中共目前確實把

蘇聯當作唯一的盟友，但是蘇聯想把中國北方的幾個省分離出去，這就為「中

蘇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埋下了種子」。毛澤東依靠自己的奮鬥而不是蘇聯的扶

植奪取了天下，這對美國來說是「在中國的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bl。爭論的結

果是，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原則上支持了國務院的意見。12月30日 

通過的“NSC-48/2”文件確定，「美國應當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

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和其他份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

地避免給人以干涉的印象」。對於台灣，儘管提到應繼續「通過政治和經濟手

段阻止中共佔領台澎」，但又強調其「重要性並不足以說明可以採取公開的軍事 

行動」，「美國應盡一切努力加強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政策」bm。

華盛頓甚至有傳言，國務院此前已指示美國駐外機構，作放棄台灣的輿論準

備。在國務院看來，放棄台灣是預料中的必然結局bn。總之可以看出，此時

此刻美國對亞洲政策的重點已經不在保護台灣，而在阻止中蘇結成同盟。

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特別是國務院的主張，很可能與毛澤東滯留在莫

斯科有關。毛澤東雖然決定向蘇聯「一邊倒」，但他對1945年8月蘇聯與國民

政府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直心存芥蒂。早在1949年2月西柏坡會談

時，毛澤東就向蘇方代表提出了外蒙古問題和中國長春鐵路（中長路）問題。

新中國政府建立後，毛澤東又多次明裏暗裏向莫斯科提出，中方希望重新簽

訂一份中蘇同盟條約，而斯大林對此一直置之不理。毛澤東隻身前往莫斯科

後正式提出了這一要求，卻被斯大林斷然拒絕。毛澤東大為惱怒，決定閉門

不出，在下榻處悶了一個多星期，由此引起外界猜疑，紛紛傳言毛澤東被斯

大林軟禁bo。這個情況自然會引起白宮的注意。1950年1月4日，中情局得到

了一份「有可靠來源」的情報：中共將在初春入侵台灣，蘇聯同意幫助中共建

立海空軍，並派遣人員參與制定軍事計劃，但中共必須無條件、永久性地出

租大連和其他港口給蘇聯，並允許蘇聯軍隊駐扎在東北和新疆；如果受到外

國攻擊，蘇聯有權使用中國的所有機場bp。這無疑為美國挑撥中蘇關係提供

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第二天，杜魯門在新聞發布會發表聲明，呼籲所有

國家都不應在中國尋求勢力範圍、控制權和特權，並聲稱美國對任何中國領

土均無「掠奪性意向」，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亦無

意捲入中國內戰、使用武力進行干預，美國政府將不向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

軍事援助和建議bq。隨後，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發表講話進一步

說明，台灣早已是中國的一個省，美國不想奪取該島，也不會為此動用軍

隊，美國不想以任何方式對台灣進行軍事干預。艾奇遜還對總統聲明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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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at this time）一詞的用意作出解釋，即只有當美國在遠東的軍隊受到攻

擊時，為了安全，美國才會「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br。

此時美國政府與新中國已經失去了所有溝通渠道，如此公開表態，自然

是希望以台灣問題為誘餌，取得中共好感，從而在中蘇之間打入一個楔子，

阻止兩國結盟。然而，斯大林洞察秋毫，搶先一步安撫了毛澤東。上篇提過， 

以前斯大林對中共就有諸多猜忌bs，毛澤東在莫斯科閉門不出，更引起斯大

林的擔心。1949年12月13日，蘇聯駐華使館報告，據意大利共產黨在華工作

人員反映，中國領導人具有民族主義情緒，認為中國可以走自己的道路；有

些年青人議論說，蘇聯霸佔旅順和大連，也是帝國主義國家bt。24日，科瓦

廖夫（Иван В. Ковалев）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認為中共的各項政策

都同蘇聯保持着距離，尤其是對外政策，中共至今仍對爭取西方國家承認抱

有幻想，劉少奇、周恩來都有類似情緒。中國的民主人士和資產階級份子希

望美英盡快承認中國，以阻礙中蘇友誼進一步發展ck。更讓斯大林着急的

是，中共的態度似乎真的發生了變化。1950年1月1日，毛澤東對前來進行禮

節性拜會的羅申（Николай В. Рощин）談到，最近緬甸、印度和英國都表示要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準備取消一切在蘇活動，提前回國。不過，離開之

前還想同斯大林討論一些「實質性問題」cl。斯大林聞訊後，立即派科瓦廖夫

再去拜訪毛澤東，並提出以答記者問的方式，在報紙上報導有關毛澤東的消

息，還請毛澤東訪問蘇聯其他城市。毛澤東再次提出將在22至25日提前回

國，臨走前希望會見斯大林以及其他蘇聯領導人cm。同一天，莫斯科還收到

中共中央調查部的通報，說中國國內很多人對毛澤東在蘇聯受到的待遇不

滿，有人認為毛澤東親自去蘇聯「有損於國家威信」，中國好像是蘇聯的一個

「僕從國」cn。

斯大林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毛澤東說的「實質性問題」，當然是他一再

提出而斯大林始終不予理睬的簽訂新約問題。如果繼續拖下去，就這樣讓毛

澤東空手而歸，中蘇之間必生嫌隙而被美國利用，中國很可能轉向西方。從

地緣政治和安全戰略考慮，這就是蘇聯的失敗、美國的勝利，斯大林必須作

出讓步。於是，1月2日晚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 Молотов）和米高揚（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奉命拜會毛澤東，聽取中方關於中蘇條約的意見。當毛澤東提 

出三種解決辦法後，莫洛托夫毫不猶豫地表示，同意周恩來到莫斯科，同意

中蘇之間廢除舊約，重訂新約。毛澤東大喜過望co。由此，莫斯科上空的陰

霾一掃而空，中蘇之間的親密交流即刻升溫。中國採取的措施令蘇聯感到滿

意：推遲和拖延與英國、印度、緬甸等國的建交進程cp；徵用包括美國在內

的外國在華兵營，並讓美國撤走其所有舊領館，命令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接

收或徵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ECA）的留滬物資cq；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和

社論，支持共產黨情報局對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關於和平奪取政權主

張的批判cr；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國對美國駐上海領事館伸出的橄欖枝「置

之不理」，拒絕與美國國務院無任所大使耶賽普（Philip C. Jessup）在香港進行

非正式接觸cs。另一方面，蘇聯也採取了一些令中國感到高興的做法：《真理

報》（Прáвда）從1月1日至26日分十八次連載著名作家西蒙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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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Симонов）的長篇報導〈戰鬥的中國〉（“Сражающийся Китай”），並連續數

日在頭版頭條刊登有關中國革命勝利的消息ct；立即答應幫助修復吉林的豐

滿水電站，並提供中國空軍訓練所需的全部航空油料dk；1月4日，《真理報》

發表了五十天前劉少奇在世界工會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亞洲、澳洲工會會議上關於宣傳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經驗的講話，儘管包括蘇

聯代表在內的多數與會代表認為在工會會議上不宜提出武裝奪權的口號dl；

蘇聯在聯合國提出新中國的代表權問題，並宣布在遭到拒絕後將退出安全理

事會，以顯示與中國保持一致的決心dm。此時，周恩來正在趕往莫斯科的途

中，中蘇同盟簽約在即。

杜魯門公開表態準備放棄台灣，斯大林同意簽訂新的同盟條約，這進一

步激發了中共發動攻台戰役的決心和信心。粟裕在1月5日舉行的軍事會議上

提出：美國已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沒有理由介入中國內戰的最後

一次戰役，美國不可能派軍隊保護國民黨dn。11日，毛澤東致電粟裕，要求

報告進攻舟山、金門的準備工作，並催促他到北京進行會商。劉少奇和粟裕

分別將有關舟山、金門、海南島和台灣作戰的材料送到莫斯科，其中強調渡

海作戰必須加強海軍和空軍的力量do。毛澤東隨即要科瓦廖夫轉告斯大林，

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將在三五天內攜帶進攻台灣的計劃趕到莫斯科dp。17日，

第三野戰軍（以下簡稱「三野」）前敵委員會提出了年內六大任務，首要的就是

「殲滅東南沿海及台灣的國民黨軍」。同日，蕭勁光就任海軍司令員，受命伊

始的第一項任務就是配合三野部隊準備渡海作戰，攻佔台灣dq。2月4日，毛

澤東又囑咐粟裕，加緊訓練出一支傘兵部隊，以為「台灣登陸作戰之用」dr。

11日，為了加強海空軍訓練，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要求補充聘請一批蘇聯軍

事顧問，並購買相應的裝備、器材和油料ds。

相反，美國表示不干預中國內戰的公開立場令國民黨大失所望。蔣介石

在日記中哀歎此舉「予我以重大之打擊，民心士氣頓時低落」，「國家前途更覺

渺茫，四方道路皆已斷絕」， 惟有「聽之天命」dt。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隨後發

生的事情卻完全走向反面，徹底破滅了中共解放台灣的希望。

四　蘇聯對中共武力攻台立場的變化

蘇聯已經答應提供間接幫助，美國也表示不會干涉中國內戰，再加上即

將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下簡稱「中蘇同盟條約」），按理說應該

增加了中共解放台灣的勝算。1950年5月底，毛澤東批准了代總參謀長聶榮臻

報送的海空軍擴軍計劃，即在攻台作戰前，海軍由3.8萬人增至5.5萬人，空

軍由5.7萬人增至12.64萬人ek。如本文上篇所述，華東軍區則頒發了陸海空

三軍登陸演習的訓練大綱。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一切都有待於蘇聯早已

應允援助的海空軍裝備到位。然而，恰恰是因為新的中蘇同盟條約的締結，

導致蘇聯和美國都改變了原先的立場，從而完全斷絕了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

性。那麼，在1950年1月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過程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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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與新中國的同盟關係，斯大林1月初對毛澤東作出讓步，同意周

恩來到莫斯科重新談判中蘇條約問題。然而，在談判過程中接連發生的兩個

重大事件，即中共對艾奇遜演說進行反駁的方式，以及中方關於旅順、大連

和中長路協定的方案，都引起了斯大林的極度不滿和憤怒。為了取得中蘇之

間的一紙盟約，斯大林不得不再次作出讓步，容忍了毛澤東的「自行其是」，

也接受了中方即將收回旅大地區和中長路的要求。但與此同時，為了維護和

保障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利益，防止中國接近美國和西方，斯大林停止了

對中共武力攻台的援助，卻突然決定為金日成進攻南方開綠燈el。

毛澤東滯留莫斯科遲遲不歸，中蘇談判也一直沒有結果，自然讓美國看

到了分化中蘇的極佳機會。1月12日，艾奇遜發表長篇演說，大力宣揚在歷史

上侵害中國主權和利益的不是美國而是俄國，並特別指出這種侵害目前還在

繼續——蘇聯已經吞併了外蒙古，正在吞併內蒙古、新疆和滿洲。演說還順

便提到，台灣不在美國的太平洋防禦線之內em。這個講話與幾天前美國宣示

的對台政策一脈相承，其真正聽眾自然不是在場的美國人，而是要煽起中國

人的怒火。中國領導人和民眾的實際反應暫且不論，這個演說卻實實在在地

激怒了斯大林——美國人此舉是要在中蘇關係發展的緊要關頭釜底抽薪！幾

天後，斯大林又看到了來自蘇聯駐華使館的情報：美國「非常重視中蘇關係」， 

擔心「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希望借助貿易讓中國在經濟上

依附美國，然後「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美國正在利用英國承認新中國的機

會進行試探，「以建立未來同人民政府的關係」en。蘇聯必須立即反擊。17日， 

斯大林派莫洛托夫會見毛澤東，遞交了艾奇遜的講稿，要求中國以政府名義

發表聲明，駁斥美國散布的謠言，此後蘇聯外交部再發表聲明，彼此呼應。

毛澤東提出可否由新華社發表聲明，莫洛托夫強調最好是中國政府出面。毛

澤東答應將親自起草文稿發往北京，交由外交部代部長發表eo。

然而，毛澤東起草的文稿卻是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對新華社記者發表的

談話，並於1月19日凌晨電告劉少奇：以胡喬木的名義發表ep。21日，《人民

日報》刊登了胡喬木駁斥艾奇遜的談話eq。這件事讓斯大林十分惱怒。顯然是

根據斯大林的安排，21日《真理報》在第一版發表了外交部長維辛斯基（Андрей 

Я. Вышинский）反駁艾奇遜演說的聲明，言語犀利，措辭尖銳er，而22日的

《真理報》卻在最後一版不起眼的位置摘引（不是轉載）了胡喬木的談話es。兩

天後該報刊登的一篇蘇聯抨擊艾奇遜和美國對華政策的文章，竟然對中國駁

斥美國的談話隻字未提et。不僅如此，據師哲回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還在

27日單獨約見了毛澤東、周恩來，對中國的做法提出嚴厲指責。莫洛托夫

說，中國的聲明不代表政府，這樣做沒有遵守「雙方一致達成的協議」，沒有

「信守諾言」。斯大林說，以新聞記者的身份發表聲明，「是一文不值的」；中國

打亂了原定計劃和步伐，「給敵人留了可鑽的空子」，以後要「吸取教訓」。毛

澤東對這種訓誡非常不滿，但無言以辯fk。毛澤東為何要自行其是？有可能

是不願意聽從莫洛托夫擺布的意氣用事fl，但更有可能是有意為中美關係留

下轉圜的餘地fm，斯大林寧願相信後者。於是，28日斯大林接受了中方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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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的議定書，從而為簽訂新的同盟條約掃除了障礙，但同

時也改變了支持和援助中共解放台灣的立場。

美國關於對台政策的宣示同樣刺激了斯大林。一方面，《真理報》開始大

量轉載有關美國「決定與中國人民為敵」和阻止解放軍進攻台灣的消息fn；另

一方面，莫洛托夫提醒毛澤東，美帝國主義總是「利用散布謠言作為某種煙幕

來實現其侵略計劃」fo。其目的無非是警告中共不要與美國人走得太近，不要

對攻佔台灣抱有幻想。有研究者認為，杜魯門聲明和艾奇遜講話發表後，蘇

聯「完全轉變」了態度，即從拒絕幫助改為支持和鼓勵中共進攻台灣fp。筆者

的看法恰恰相反。如前所述，1949年斯大林是答應幫助中共建立海空軍，為

武力攻台提供間接援助的。但是，1950年2月以後蘇聯實際上停止了這種援

助。周恩來多次催促蘇聯盡快按照協定提交海空軍訂貨，隨着進攻台灣的時

間推遲到1951年，中國又要求增加軍事訂貨（主要是飛機和軍艦），並一再請

求蘇聯按照計劃及時提交。毛澤東甚至親自給斯大林本人發電，希望蘇聯按

照協定規定的期限發貨，並增派空軍所需軍事顧問fq。對於這些要求，蘇聯

始終置之不理fr。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國為準備發動台灣戰役（含進攻沿海

島嶼）所需的飛機、軍艦及主要設備、器材，均未運達。只是在1950年10月

華東地區擔負防空任務的蘇聯航空師奉調回國時，才將所屬119架作戰飛機折

價賣給中國，以此裝備第一批組建的空軍部隊fs。但此舉的目的已經不是攻

打台灣而是「抗美援朝」了。至於海軍訂購的所有飛機、海岸炮和艦船，直到

1951年初中國收到的「實在太少，船隻大部未來」ft。

同美國阻斷中蘇結盟的戰略一樣，斯大林在遠東地區的戰略也是防止中

國與美國和西方接近。儘管與蘇聯簽訂了同盟條約，但中共仍然希望保留一

些與美國交流的空間。1950年6月美國西北航空公司顧問及遠東區代表劉行驥

從香港來到北京，並於25日直接致函毛澤東，請求與中共就恢復上海對外航

線及南北交通問題進行談判。毛澤東批示，請周恩來酌辦gk。但當天朝鮮 

戰爭爆發，中共與美國接觸的最後一條線索被掐斷。從蘇聯的角度考慮， 

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指出的，一旦蔣介石在中國的最後堡壘被清除，「美國承認

新中國政權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提升」gl。當然，只要蘇聯停止向中共提供飛機

和軍艦，進攻台灣的軍事行動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就不會發生。但是，面對 

中蘇即將簽署的同盟條約，斯大林的難題是需要為此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

事實上，朝鮮戰爭的爆發的確讓蘇聯中斷對中共進攻台灣的援助顯得順理成

章了。

關於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發動戰爭的動機，國際學界討論已久，眾說不一。 

筆者堅持認為，問題的緣起在於，中國在中蘇同盟條約談判中提出的要求—— 

收回旅順、大連和中長路，令斯大林陷入了兩難境地：拒絕中國的要求，中

蘇同盟條約就無法簽署；接受中國的要求，蘇聯就將失去在太平洋的唯一出

海口和軍事基地。無論如何選擇，都會對蘇聯的亞洲戰略造成致命打擊。如

何擺脫這一困境呢？筆者推斷，很可能是中方草案中的下述條款啟發了斯大

林：一旦遠東地區發生戰爭或有戰爭危險，「中蘇兩國可以共同使用旅順口海

c210-202504004.indd   52c210-202504004.indd   52 7/8/2025   下午2:177/8/2025   下午2:17



		 中共武力攻台	 53	

		 的困境	

軍基地，以利共同對敵作戰」gm。這就是說，只要遠東地區出現緊張局勢，中

國必然會要求蘇聯軍隊留在旅順基地，也只有依賴中蘇同盟條約來保證自身

安全。至於軍事衝突的地點，既然如上所述蘇聯不願看到中共攻佔台灣，那

麼剩下的選擇就只有朝鮮半島了。於是，斯大林一方面接受了中方關於旅

順、大連和中長路的協定草案，另一方面通知金日成到莫斯科商談對南方發

動進攻的計劃。後來的結果就是，蘇聯順利地簽訂了與中國的同盟條約，同

時又保住了在遠東地區的戰略支撐點，可謂一箭雙雕。這就是斯大林的精明

之處。而對於中共進攻台灣來講，雪上加霜的是美國此時也改變了對台灣問

題的立場。不過，美國立場轉變的根本原因並非朝鮮戰爭爆發，而是此前中

蘇締結了同盟條約。

五　朝鮮戰爭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1950年1月下旬和2月初，中蘇同盟條約談判在旅順、大連和中長路問題

上發生分歧和爭執。在此期間，艾奇遜比斯大林還要着急，美國的「楔子戰

略」能否成功在此一舉。艾奇遜接連兩次給美國駐法國大使布魯斯（David K. E. 

Bruce）發出長電，要求他採取「巧妙」和「安全」的方式散布各種傳言：蘇聯要

求除旅順和大連之外，完全控制秦皇島、海州、煙台、威海和青島等戰略港

口；毛澤東被排除在條約談判之外，不是要避免其介入一份不平等條約的起

草，就是被軟禁了；毛澤東和周恩來、聶榮臻、李富春都集中在莫斯科，中

國國內可能出現政權變動；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賽福鼎被招到莫斯科是為了

加強蘇聯對新疆的控制；中蘇同盟條約的不平等條款將寫進秘密協定，等

等。因為「無法確定莫斯科的談判何時結束」，「國務院希望上述消息盡快傳播

出去」，「一旦消息見諸報端」，國務院將通過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及其

他媒體「對之加以積極利用」gn。然而，斯大林又搶先一步對毛澤東的要求作

出讓步，2月14日中蘇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字，並公布於世go。

中蘇正式宣布結成同盟，艾奇遜主張的政治基礎即告消失。對此，蔣介

石敏感地意識到：「美國遠東軍事不能不重新部署。」gp1950年4月，美國駐亞

洲情報機構不斷報告，蘇聯空軍的飛機已經進入中國沿海機場，中共軍隊在

東南沿海「屯兵百萬」，準備攻打台灣；「鑒於蘇聯對中共的廣泛援助，國民黨

政府成功防禦台灣的可能性很小」；中國加強了對印度支那抗法鬥爭的全面 

支援，東南亞各國在共產黨和親共勢力的煽動下已「動盪不安」。所有這些 

迹象都表明，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正在受到蘇聯「利用中共」發起的「新的、有力

的挑戰」gq。解放軍攻佔海南島後，中情局即作出結論：中共至1950年底攻陷

台灣「是未來發展最可能的結果」gr。在這個背景下，一份重新定位美國冷 

戰戰略的核心文件“NSC-68”（〈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和計劃〉[“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應運而生，從而使白宮剛剛宣

示的對台政策的根基開始發生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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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NSC-68”文件的直接背景，是美國對蘇聯在1949年8月成功進行了第一

次核試驗的反應gs。但1950年4月7日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完成並提交文件初稿

時，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蘇同盟條約的簽

訂。因此，“NSC-68”並未局限於總統所要求的就蘇聯核力量發展提供對策建

議，而是在重新審定冷戰發生以來美國政策的基礎上，提出了在新形勢下美

國的長期戰略方針和思路。與冷戰初期凱南提出的有選擇、有重點地保衞美

國利益的遏制理論不同，“NSC-68”在界定冷戰條件下美國的國家根本利益，

描述蘇聯和共產主義陣營對這些利益現實的和潛在的威脅後，提出了全面、

無差別的「遏制」（containment）概念，即在世界範圍內對任何威脅到美國安全

利益的地區，進行包括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綜合遏制，並以此作為美國長期

的戰略選擇。該文件不僅在手段上大大加重了遏制政策的軍事化色彩，而且

在地理上把遏制的範圍擴大到整個歐亞大陸。文件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成

功，加上南亞、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為蘇聯進一步入侵這個麻

煩地區提供了跳板」和「擴張的很好機會」，「遠東局勢進一步惡化的凶兆已經

出現」。無論如何，「蘇聯控制歐亞大陸的潛力，在戰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為

美國所接受」，美國必須制止蘇聯的擴張，擔負起保衞「自由世界」的責任。文

件甚至斷定，蘇聯很可能在美蘇對抗中的中立地帶採取軍事冒險行動。面對

蘇聯的戰略擴張態勢，美國必須全面遏制，因為自由陣營的任何一處失守，

都將意味着自由陣營的全線受挫gt。

儘管“NSC-68”文件沒有直接談到台灣問題，但是新戰略的提出卻為美國

改變對台政策奠定了法理和邏輯的基礎。新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使共產主

義勢力在歐亞大陸連成一片，其結果無疑令美國進一步感受到蘇聯的威脅，

從而大大加強文件所主張的全面遏制戰略的政治基礎；反過來說，美國新的

冷戰戰略的形成，已經改變了美國對新中國的認知和立場，也必然要求改變

對台灣問題的政策。因為很明顯，遏制中國就是遏制蘇聯，阻撓中共解放台

灣，此時已經成為防止台灣成為蘇聯遠東戰略部署內涵的重要一環。由於對

文件中提出的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從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6至7%增加

到20至22%（蘇聯當時是13.8%）——的要求表示質疑，杜魯門沒有立即批准

該文件，而是指示國安會進一步審查增加軍費的問題，但對文件的基本觀點

表示贊同hk。此外，除了一直主張裁減軍事預算的國防部長約翰遜（Louis A. 

Johnson），“NSC-68”得到國務院和參聯會一致的全力支持hl。由此，美國對

華政策和對台政策的基調開始發生改變，即從放棄台灣、任由中共佔領轉變

為保護台灣、阻止中共解放。

美國軍方本來就對總統接受國務院的主張不以為然，1950年1月26日參

聯會作出決定，將過去制定的一旦發生戰爭、不讓台灣落入蘇聯手中的緊急

作戰計劃的有效期延長到1951年底hm。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後，面對蘇聯勢力

的明顯擴張和台海局勢日益緊張，整個白宮的注意力開始向東亞轉移。杜魯

門經常性地與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Omar N. Bradley）及各軍部參謀長會面，

國務卿和軍方首腦也定期到參聯會作戰指揮室，參與敵情分析和對策研究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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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美國安全的戰略地位也愈來愈受到決策層的重視，各種保台意見紛

紛出籠。

儘管也意識到保衞台灣的重要性，但國務院仍然堅持要為干涉台灣問題

找到充分的理由和依據。首先提出建議的是剛剛上任的國務院顧問杜勒斯

（John F. Dulles），他在5月18日向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和

政策計劃司主任尼采（Paul H. Nitze）提交了一份備忘錄，第二天又向副國務卿

韋伯（James E. Webb）轉交了一份副本。杜勒斯在備忘錄中指出，由於共產黨

控制了中國，而中國又與蘇聯結盟，世界力量的均衡已被打破，且有利於蘇

聯。對此，美國應該迅速採取一種「能夠顯示我們信心和決心」的「強硬立

場」，以阻止蘇聯的繼續擴張。在遠東地區，鑒於美國已宣布不干涉中國內戰

的立場，杜勒斯主張可在對日和平條約談判中確定台灣的歸屬，而此前則使

其保持中立，「既不容許它被共產黨佔領，也不容許它被用作對抗〔中國〕大陸

的軍事基地」，具體辦法就是派遣一支美國海軍艦隊在台灣海峽遊弋ho。臘斯

克在30日的備忘錄中進一步提出如何使台灣「中立化」的方案。為了向台灣提

供新的軍事援助和全面的軍事保護，又避免與中共發生直接衝突，臘斯克提

出了兩種辦法：其一，迫使蔣介石辭職，停止對中國大陸的所有空襲，建立

一個新政府並由聯合國對台灣實行託管；其二，鼓勵和支持在台灣握有兵權

的孫立人將軍發動政變，新政權將接受美國的援助和建議hp。

美國軍方考慮問題沒有外交家那麼複雜，他們力主馬上採取斷然措施，

即使由美軍直接參與守衞台灣也在所不惜，其中最積極的是美國遠東戰區總

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5月29日向布萊德雷提交的備忘錄

中，麥克阿瑟提出了他的著名觀點：「在美蘇發生戰爭的情況下，福摩薩對共

產黨人來說，不亞於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或潛水艇」，其理想的戰略位置

足以支持蘇聯的遠東戰略目標，並牽制美國的進攻行動hq。布萊德雷對此文

件極為重視，立即送交約翰遜，並附言：「此件所議之事事關重大，建議報請

總統注意。」約翰遜稍顯慎重，於6月9日指示參聯會就此發表意見：美國是

否應該不遺餘力地保護台灣不落入共產黨之手，「儘管這可能需要在美國軍隊

的幫助下守住該島」hr。14日，麥克阿瑟為參聯會和國防部準備了一份更加詳

盡而有力的備忘錄。麥克阿瑟指出，台灣是美國從阿留申群島至菲律賓的遠

東防線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如果發生戰爭，美國能否守住防線，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台灣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權手中。他再次將台灣比作不沉沒的航空母

艦，認為台灣的歸屬問題應重新考慮，台灣的最終命運取決於美國，美國應

採取斷然措施，不讓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hs。21至23日，麥克阿瑟先後把這

份備忘錄交給來東京訪問的杜勒斯、布萊德雷和約翰遜，並得到認同。杜勒

斯立即將這份「重要文件」發給艾奇遜，布萊德雷和約翰遜也一致認為，如果

共產黨果真要在遠東開戰，「我們就必須刻不容緩地保衞台灣」。因此，這份

文件應呈交總統，並由參聯會建議美國應改變不插手台灣的政策ht。

雖然各種保衞台灣的方案還在醞釀之中，但向台灣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的

措施已經實實在在地開始實施。國務院過去一直反對向台灣運送武器，現在

態度改變了。3月7日，艾奇遜通知五角大樓，允許向台灣出售除中型和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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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坦克及噴氣式飛機以外的武器裝備ik。4月26日，臘斯克要求艾奇遜關注美國

駐香港和台灣的外交人員的建議：美國應當採取措施援助台灣政權，保住其

剩餘軍隊，以對抗中共在東南亞的軍事力量il。5月25日，國務院和國防部聯

席會議作出決定：為給予台灣國民黨政府在美國購買軍事裝備之出口許可證

提供方便；加速《1948年援華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中1.25億美元軍事

物資的供給；盡最大努力確保台灣防禦所需之緊急裝備im。此外，6月14日臘

斯克還秘密會見了經濟合作總署的高級官員，敦促他們在九十天內把《1948年

援華法案》的剩餘基金全部用於台灣in。

如前所述，美國既要改變對台政策，保護和援助台灣，又要維護美國的

聲譽，避免與公開宣示的不干涉中國內戰的立場發生抵觸，因此必須使台灣

「中立化」。而要做到這一點，美國人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除掉蔣介石，組建

一個可以接受美國主張、接受國際託管的新政權。早在1949年5月國民黨在

大陸敗迹顯露之時，美國國務院就有意扶植孫立人取代蔣介石。此後，特別

是在中共攻台在即的緊張時刻，美國多次考慮並設計了包括流放在內的各種

更換台灣政權的計劃，以至蔣介石最後不得不作出讓步。6月15日，麥克阿瑟

得到一個絕密信息，蔣介石託人轉達了緊急請求：「接受美國在各個領域的最

高指揮，並希望麥克阿瑟將軍承擔這一責任」，最好是遠東地區，至少是在台

灣，並表示願意「將他和他的人民置於麥克阿瑟將軍的指揮之下」。儘管如

此，國務院對蔣介石仍然不放心。23日，臘斯克在紐約廣場飯店與前任中國

駐美大使胡適進行交談，鼓動他發起自由聯盟和《自由中國》的運動，以取代

蔣介石和國民黨。雖遭到拒絕，臘斯克還是把發動政變的想法告訴了艾奇

遜，而後者答應向杜魯門提出此事io。然而兩天之後，朝鮮戰爭突然爆發了。

由於把朝鮮戰爭視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向西方發動的全面進

攻，且無法確定實際的主攻方向，美國決定在整個遠東地區以至歐洲進行全

面防禦，而首先採取行動的地點就是台灣海峽。6月25日晚和26日晚（美國東

部時間），杜魯門在布萊爾宮（Blair House）連續召開內閣和參聯會主要成員會

議，商討應對戰爭的措施。軍方根據麥克阿瑟的意見，首先提出了「武力保

台」的主張，但杜魯門更傾向於國務院提出的將大陸與台灣隔離而使台灣「中

立化」的主張。會議討論的結果是，向韓國提供全面援助和支持，命令美國海

軍和空軍可以在「三八線」以南打擊朝鮮軍隊，但必須在27日下午聯合國安理

會作出決議（國務院已經準備了決議草案）之後才採取行動。在此之前，下令

第七艦隊在麥克阿瑟的指揮下進入台灣海峽，以防止中共對台灣的攻擊，同

時也阻斷台灣進攻大陸。為在台灣海峽採取行動「奠定基礎」，美國總統應發

表聲明，說明台灣的地位將交由聯合國或對日和約決定，以「證明我們的行動

是正當的」。考慮到蘇聯可能行使否決權，美國總統的聲明需趕在安理會會議

前發表。至於如何處置蔣介石，可以暫時擱置，以後再說ip。

6月27日上午，杜魯門發表了關於台灣地位未定論和命令第七艦隊進入台

灣海峽的著名聲明iq。7月初，中共中央根據突變的朝鮮半島局勢，決定成立

東北邊防軍，並調台灣戰役總指揮粟裕出任司令員兼政委ir。主帥調離，無

疑說明台灣戰役已經退出中共領導人的議事日程。8月26日，周恩來在東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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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正式宣布「推遲解放台灣」is。中共再次發出「一定要解放

台灣」的口號，是朝鮮戰爭結束一年以後的事情了it。

六　結論

總括而言，第一，1950年2月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以後，斯大林為了維護蘇

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保住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軍事基地，決定為金日成進

攻南朝鮮開綠燈，在東北亞挑起一場軍事衝突，其實際結果就是阻礙了中共

解放台灣戰役的發動。同時，為了阻止新中國與美國和西方接近，斯大林也

不希望中共在美國的默許下攻佔台灣，從而消除美國承認新中國的障礙。於

是，蘇聯改變了原來間接幫助中共解放台灣的立場，停止向中共發運所有為

攻佔台灣而準備的海空軍裝備。另一方面，中國與蘇聯結為同盟已成現實，

這也導致美國徹底改變了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即由不干涉中國內戰轉變成

全力保護台灣、以免落入中共之手，只是需要為這種轉變尋找一個合理的藉

口和理由。所以，阻斷中共武力攻台真正的和深層的原因就在於中蘇同盟條

約的簽訂。

第二，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的確為美國改變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提供了

機會和「合理」的藉口，杜魯門不失時機地宣布台灣地位未定論和派遣第七艦

隊進入台灣海峽，對於中共武力攻台而言，不過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

草，而真正受益的是已經風雨飄搖的蔣介石政權。美國本來的意圖是從蔣介

石手中奪回並保護台灣，但隨着朝鮮戰爭的擴展和升級，美國不得不保護蔣

介石統治下的台灣。正如加迪斯（John L. Gaddis）所言：「杜魯門政府恰好陷入

了他本來力圖避免的困境——與蔣介石政權拴在一起了。」jk

第三，中蘇結盟是雙方的共同選擇，都是出於對安全和發展問題的戰略

考量。但同時，中蘇之間也存在着一些國家利益的衝突，旅順、大連和中長

路問題就是最突出的案例。在結盟過程中，雙方都要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當然

還有「面子」問題）。如果斯大林不作出讓步，新中國是否真的會轉向美國和西

方？實際上，這對中共來說是很難作出抉擇的。毛澤東是否考慮過向斯大林

施加壓力的其他後果，不得而知。不過，斯大林的擔憂和疑慮則是實實在在的。 

其實，這就是雙方的心理較量，同朝鮮戰爭初期毛澤東與斯大林在中國出兵

問題上的交鋒一樣。與蘇聯結盟和解放台灣是中共都想達到而又相互矛盾的

兩個目標，由於斯大林的讓步，毛澤東選擇了前者，也就不得不放棄後者。

第四，當蘇聯和美國同時改變對台政策時，中共通過武力攻佔台灣的機

會已經不復存在。面對國民黨軍隊的海空優勢，中共若不與蘇聯結盟，則在

短期內無力攻台，若為得到蘇聯援助而與莫斯科結盟，則必然引起美國的立

場轉變，採取保護台灣的政策。美國放棄台灣，蘇聯擔心中國出現離心；美

國援助台灣，蘇聯擔心發生直接衝突，所以無論如何都不會支持中共解放台

灣。由此看來，在國、共、美、蘇三國四方關係相互交錯和影響的冷戰格局

中，武力攻佔台灣對中共來說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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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第五，朝鮮戰爭對於阻止中共解放台灣的影響主要不在於第七艦隊切斷

了武力攻台路線，而是把台灣問題納入遠東地區的國際安全範疇。朝鮮戰爭

爆發以後，無論在國際輿論還是國際外交舞台上，沒有人再把武力攻台看作

是中國的內戰。由此出現了台灣問題的兩面性：對國家統一而言，台灣問題

就是中國的內政；但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衝突，就是地區安全問題，就是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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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國際鬥爭。」jl這一點對於後來中共的對台政策和統一方針產生了更加

深遠的影響。（本期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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